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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份绿色技术效率的趋同测试及影响因素分析：1998-2012年
    摘  要  改善绿色技术效率能够在既定投入下增加期望产出并减少非期望产出，它和技术进步一样都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中国省份绿色技术效率的测度、趋同和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表明：省际绿色技术效率差异较大但存在显著的β趋同和θ趋同；对外开放和城镇化有助于改善绿色技术效率，而能源投入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水平与绿色技术效率负相关，科技水平的影响不明显。为改善绿色技术效率，我们可借助于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加快节能减排技术研发等多种手段。
关键词  绿色技术效率；趋同；影响因素；数据包络分析法  

An Convergence Testing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of the Green Technology Efficiency of Chinese Provinces:1998-2011
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green technology efficiency can increase desirable output and reduce undesirable one under given input, and it is the important source of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measuring, convergence testing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zing of Chinese provinces’ green technology efficiency are as the following:the provincial green technology efficiency differences largly bu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β convergence and θ convergence;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urbanization helps improve green technology efficiency, but energy input intens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evel a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green technology efficiency, and the affe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vel is not obvious. In order to improve green technology efficiency, we can exp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cooperation, promote 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speed up technology R&D of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nd others.
Key Words: Green Technology Efficiency; Convergence; Influencing factors;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3%，在全球经济增长历史中堪称“世界奇迹”。与此同时，国内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其中省份GDP的最大最小值比由1978年的20.99 扩大到2012年的81.41
。不仅如此，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还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主要源于我国多年来走过的高投入、高产出和高污染相并存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据统计：在2004-2009年间，我国由于退化成本产生的环境污染代价从5118.2亿元增加到9701.1亿元，仅2009年的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就高达13916.2亿元，约占当年GDP的3.8%；一次能源CO2排放量由2000年的34.7亿吨大幅提高到2009年的71.8亿吨，已成为当前世界主要的CO2排放大国；而我国的资源使用效率却相对低下，“十一五”期间我国资源产出率为320-350美元/吨，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500-3500美元/吨。
显然，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地区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仍然是我国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而科学把握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及其省际差异演变趋势在其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众多研究表明，技术效率提升与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一样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它们却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杨文举，2010）。因此，深入研究技术效率的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地区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本文正是立足于此的一项经验研究。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间技术”为代表的适宜技术理论表明，后进国家（或地区）在使用从发达国家（或地区）引进的先进技术时，限于技术能力不足，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技术使用的低效率，从而阻碍经济快速增长（杨文举，2010）。这意味着技术效率提升也会拉动经济增长，它与要素投入增加和技术进步一样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进入80年代以后，以效率和生产率研究为代表的一组研究将该论点进一步深化，认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索洛余值”并非等同于技术进步，而是由技术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两大部分构成。9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国内外一些研究在测度技术效率时还将非期望产出纳入了分析框架，我们把这种综合考虑资源和环境约束的技术效率称为绿色技术效率，一些研究亦称之为绿色经济效率（杨龙和胡晓珍，2010）、环境（技术）效率（李静，2009）等。如果绿色技术效率提高，那么在投入组合不变的情况下，期望产出将随之增加而非期望产出则会减少。显然，绿色技术效率的提升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而且也是改善环境绩效的重要手段，下面对相关研究进行简要回顾。

经济学界有关技术效率测度的研究始于法雷尔（Farrell，M.J.，1957）,他从投入角度对公司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测度进行了探讨，后来经过众多学者的深化和拓展，在学术界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迄今为止，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技术效率测度主要有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种，相关综述性研究可参见Hailu和Veeman（2000）、刘艳萍（2009）。其中，参数法包括投入距离函数思路（Hailu，1998）和产出距离函数思路（Fare et al.，1993），它们都是在预先设定生产函数形式的基础上，借助随机前沿分析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对误差项进行估计，进而获取各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非参数法则不需要先验地给出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而是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直接根据投入和产出数据来确定经济中的最佳实践前沿，进而获取各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如Fare et al.（1989）、Chung et al．(1997)等。显然，从减少人为因素干扰的角度而言，非参数法比参数法更具有优势，其测度的技术效率也更接近经济现实。特别是在Chung et al．(1997)提出并应用的基于DEA和方向性距离函数（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DDF）的技术效率测度思路下，当技术效率提升时，决策单元可在投入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同时实现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望产出减少，这正好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一致，国内一些研究对此进行了应用，如杨文举（2011）、石风光（2013）等。然而，从综合考虑经济发展中投入和产出的多样性而言，目前几乎没有一项研究在同一框架内将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中间品投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等一并纳入，而这些要素在经济发展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的缺失必然会导致技术效率测度结果偏离实际情况，从而可能误导政策建议。因此，本文拟在同一框架内综合考虑上述多投入、多产出的实际情况，对绿色技术效率的测度进行尝试性补充和完善。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由于经济中存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后进国家（或地区）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而将在经济增长中出现“追赶”现象，包括绝对β趋同、条件β趋同、俱乐部趋同和θ趋同（杨文举，2010）。但新增长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人力资本和内生技术进步会导致经济增长中存在递增收益，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增长趋异。作为这两大理论的试金石，始于1980年代的趋同（或趋异）经验测试研究应运而生，近年来其应用领域不断扩展，在经济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都有涉足。其中，一组研究在借鉴β趋同和θ趋同测试模型基础上，对企业、行业和区域层面的技术效率趋同进行了多领域的经验分析。其中企业层面的研究主要涉及零售业（Justo de Jorge，2010）和银行业（Kasman et al.，2013）；产业（或行业）层面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能源行业，如徐盈之和管建伟（2011）、王玉燕和林汉川（2013）等；区域层面的研究则集中在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技术效率趋同，如Becerril-Torres et al.（2010）、杨文举（2006）、傅晓霞和吴利学（2006）、杨龙和胡晓珍（2010）、石风光（2013）等。然而，相关研究由于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研究结论差异较大。比如在区域技术效率趋同分析中，杨文举（2006）得出我国不同省份间存在显著的技术效率趋同，而其他研究却没有得出技术效率趋同的结论，其中傅晓霞和吴利学（2006）得出中部地区存在显著趋异的结论，杨龙和胡晓珍（2010）得出中国整体存在显著趋异结论。有鉴于此，本文将立足于较全面考虑多投入、多产出情况下的绿色技术效率测度结果，对中国省份绿色技术效率再次进行趋同测试。

技术效率测度的相关研究一致表明，经济中不同个体存在或多或少的技术效率差异，这催生了一组研究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经验分析，但相关结论不尽相同。其中，何枫（2004）、何元庆（2007）等发现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技术效率的变化，但是FDI、进口和出口的影响在不同研究中的结论并不一致。Zheng et al.（2003）、燕安和黄武俊（2010）等发现人力资本对技术效率变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Wu et al.（2007）发现资本密度和R&D投入对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姚伟锋等（2005）却发现R&D投入与产业技术效率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其他一些研究还探讨了公司规模、融资方式和金融中介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刘艳萍，2009）。显然，这些研究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都做了一些有价值的探讨，但是研究结论不一而有待完善。比如，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政策、能源消耗情况等都可能是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但它们在既有研究中都未能纳入分析，这也是本文的努力方向之一。

   综上，技术效率领域的相关研究在测试方法、趋同分析和影响因素探讨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研究，它们对本研究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这些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结论方面都存在一些差异，而且部分研究领域尚有待完善。比如，在区域技术效率的测度中，非期望产出、能源等中间投入、人力资本等变量在既有研究中并未纳入同一个框架内，这不仅会影响到技术效率的测度结果，而且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和演变趋势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和经济增长核算研究等都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因此，本文拟在DEA-DDF思路下，将非期望产出、能源、人力资本和期望产出、劳动力、物质资本一并纳入，较全面的测度我国省份绿色技术效率，同时结合β趋同和θ趋同测试模型对绿色技术效率进行趋同测试，并采用Tobit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文章的后续部分如下安排：第三部分对本文的经验分析框架进行介绍，包括基于DEA-DDF的绿色技术效率测度模型、绿色技术效率的趋同测试模型和绿色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Tobit模型；第四部分对本文绿色技术效率测度中的相关变量和数据进行选择；第五部分以中国大陆30个省份为例进行相应的经验分析；最后部分总结全文并进行简要的研究展望。

三、研究框架

为验证我国省份绿色技术效率是否存在趋同，并就其影响因素进行经验分析，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基础上，构建一个包括绿色技术效率的测度、趋同测试和影响因素分析的经验研究框架，下面对此进行简要介绍。

1.基于DEA-DDF的绿色技术效率测度模型

根据绿色技术效率的内涵，其测度模型应满足在投入组合不变的情况下，能够实现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望产出减少的双重目标。Chung et al.（1997）在生产技术应满足期望产出可自由处置性、非期望产出弱可处置性、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零联合性等3大假定基础上，结合DDF提出了一个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技术效率测度模型，有效解决了投入不变情况下实现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望产出减少的双重目标。

假定经济活动中的投入变量为x∈RN，期望产出变量为y∈RM，非期望产出变量为b∈RI。根据绿色技术效率测度的要求和生产技术满足的3大假定前提，对经济活动中的生产技术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来表示，见式（1）和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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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方向性性距离函数示意图

其中，g=（y，-b）为产出水平变动的方向向量，β为方向性距离函数值，P(x)为生产可能性集，C（y，b）对应产出集为（y，b）的决策单元。根据方向向量g的上述界定，点C对应的决策单元如果以最佳实践技术进行生产，那么在不改变投入组合的情况下，它能够实现的理想产出集是B而不是A。其中A为根据Sheperd距离函数得到的理想产出集。从图1中很直观地可以看出，当经济体从C点变化到A点时，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都增加了，这与绿色技术效率的内涵是相悖的；而经济体从C点变化到B点时，正好能够同时实现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望产出减少的双重目标。显然，与Sheperd距离函数思路下的技术效率测度相比，方向性距离函数思路下的绿色技术效率测度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中更具有指导意义。

    那么，如何测度绿色技术效率呢？根据技术效率的一般定义，它测度的是决策单元对最佳实践技术的利用程度，通常用其真实的产出值与潜在产出值之比来测度，取值介于0和1之间。其中，技术效率为1的所有决策单元就构成经济中的生产前沿（亦称生产边界或技术前沿）。本文沿袭这一思路，从期望产出角度来确定经济活动的绿色技术效率，即绿色技术效率等于真实的期望产出与该投入组合下位于生产前沿上的潜在期望产出之比1/（1+β）。为测度方向性距离函数值β，我们可构建式（2）所示的线性规划模型来进行计算。其中，K为决策单元个数，M为期望产出个数，I为非期望产出个数，N为投入要素个数（包括中间品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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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绿色技术效率的趋同测试模型

迄今为止，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趋同测试模型较多，其中比较常用的有β趋同和θ趋同测试模型。以Quah（1996）为代表的一些研究指出，β趋同的测试结果存在缺陷。比如，当后发者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并超越先发者时同样会得出趋同结论，这显然是一种伪趋同现象。不仅如此，该思路还不能判断各分析对象间的水平差距是否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缩小。经济增长趋同理论认为，β趋同检验的是经济增长率是否出现了“追赶”现象，而θ趋同检验的是经济增长水平是否出现了经济体间的差距逐步缩小现象；β趋同是θ趋同的必要条件但非充要条件，它们在检验经济发展中是否存在趋同现象时是互为补充的。本文借鉴A. Kasman和S. Kasman（2013）应用于银行技术效率研究中的β趋同和θ趋同测试模型进行经验分析，见式（3）和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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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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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第i个经济体第t年绿色技术效率的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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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第i个经济体第t-1年绿色技术效率的自然对数与所有经济体绿色技术效率对数值的平均值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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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值；α、β和γ为待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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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机扰动项。式（3）为β趋同测试模型（去掉滞后项即为绝对β趋同测试模型），其目的在于检验绿色技术效率的年际变化中是否存在“追赶”现象，如果待估参数β为负并统计显著，就意味着绿色技术效率存在β趋同，反之则不存在趋同现象。式（4）为θ趋同测试模型，其目的在于检验绿色技术效率的年际变化中是否存在经济体间绿色技术效率差距逐步缩小现象，如果待估参数γ为负并统计显著，则意味着绿色技术效率存在θ趋同，反之则不存在趋同现象。
3.绿色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分析的Tobit模型

绿色技术效率的测度值介于0-1之间，如果采用常规的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计，会出现伪回归结论。而Tobit模型正好是应用于因变量取值受限的回归模型，也称为受限因变量模型或样本选择模型（周华林和李雪松，2012）。在实际应用中，因变量有上限、下限、或者存在极值等问题的这类模型包含两种方程，即反映选择问题的离散数据模型和受限制的连续变量模型，符合本文分析的属于第二种模型（脚标省略了表征时间的变量t），见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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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1，2，3……；Yi表征第I个经济体的绿色技术效率；Xi是影响绿色技术效率的相关变量，具体变量选择将在后文分析；βT 是待估参数向量；随机扰动项ui～N（0,σ2）。
四、变量和数据选取

为较科学地测度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中国省份经济的技术效率，我们需要尽可能全面地选用经济中的投入和产出变量。在绿色技术效率测度的既有研究中，通常采用物质资本、劳动力（如就业人员数量）和中间投入品（如能源）作为投入变量，采用增加值（或总产值）和“三废”排放量（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作为产出变量，但尚无研究将人力资本纳入。我们认为，人力资本不仅代表了劳动力的质量，而且还是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它在技术效率测度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为期望产出变量(GDP)，省份工业废气中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代表性的非期望产出变量（SO2)，省份年均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力投入变量（L)，省份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投入变量（H），省份物质资本存量作为物质资本投入变量(K)，省份能源消耗总量（按标准煤折算）作为能源投入变量（E)。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劳动力、能源消耗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数据直接来源于中经网和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重庆市统计年鉴》。

关于物质资本存量数据，国内外相关研究都是研究者自己测算而得，现有的测算方法主要包括永续盘存法和资本价格租赁度量法，其中第一种方法为当前国际上通行的估计法（靖学青，2013）,测算公式见式（7）。实际应用中，为避免折旧率的人为选取差异对测算结果带来较大影响，如果固定资产折旧额已知，物资资本存量的测算就可按照式（6）所示的方法进行。其中，K、I、P、D分别代表物质资本存量、名义投资额、投资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折旧额，t代表时间，δ代表折旧率。本文以靖学青（2013）测算结果中1995年的省际测算值作为基期的物质资本存量数据，采用式（7）来估算省际物资资本存量数据，相关基础数据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image: image15.wmf](

)

t

t

t

t

t

P

I

K

K

¸

+

-

´

=

-

d

1

1

                       （6）
                  
[image: image16.wmf](

)

t

t

t

t

t

P

D

I

K

K

¸

-

+

=

-

1

                        （7）
关于人力资本存量数据，本文沿袭相关研究做法（如杨文举，2010），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代替，计算公式见式（8）。其中，i代表除西藏外的30个省份，j代表6种受教育层次（文盲、扫盲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
[image: image17.wmf]t

i

H

为第i个省份t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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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i个省份t年的第j种受教育层次所代表的受教育年限（6种受教育层次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0、1、6、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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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i个省份t年第j种受教育层次人口数量。在计算过程中，基础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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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具体的数据选取中，一旦在不同年份公布的统计资料中对同一年份的数据统计存在差异时，本文以近期公布的数据为准。限于部分数据在早期缺乏统计（如二氧化硫排放量），本文分析数据的时间跨度选取为1998-2012年。另外，由于各种公开的能源消耗统计资料中都没有统计西藏自治区的相应数据，从而本文的分析对象仅限于除西藏之外的大陆30个省市区。所有数据的一般统计描述见表1，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和物资资本存量数据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了相应平减，平减指数分别为GDP平减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表1  中国省份绿色技术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指标统计描述：1998-2012
	统计量
	平均值
	中间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GDP（亿元）
	6632.89
	4589.03
	42854.66
	223.99
	6671.81

	K（亿元）
	16016.08
	10931.97
	96476.68
	817.97
	15499.10

	L（万人)
	2294.42
	1940.50
	6554.30
	230.00
	1531.12

	H（年）
	8.05
	8.06
	11.84
	4.91
	1.04

	E（万吨标准煤）
	8889.93
	6823.00
	38899.00
	407.00
	6811.12

	SO2（万吨）
	61.71
	56.15
	176.01
	1.90
	39.38


注：表中所有数据均由笔者计算得出，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和物资资本存量数据分别用GDP平减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基期为2000年。

表1的数据表明，各变量都具有较大差异。其中，除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之外的技术效率测度变量中，它们的标准差均接近（部分变量还大于）相应的中间值和平均值，这充分表明中国各省在1998-2012年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如此巨大的数值差异不仅表明中国各省的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差异大，而且也表明它们对环境的影响也具有较大差异。另外，对技术效率可能产生影响的变量取值差异也较大，但它们是否影响技术效率以及影响程度大小等还有待经验验证。因此，为合理测度并深入探讨中国各省的技术效率及其演变趋势，将污染排放物、能源投入、人力资本等引入分析模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经验分析：以中国省份经济为例

1.生产前沿确定及绿色技术效率测度

以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30个省份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为分析样本，对式（2）进行计算，得出各年的生产前沿构成和所有省份的绿色技术效率值（见图1）。显然，中国省际绿色技术效率差异较大，而且只有少数省份位于生产前沿上。其中，2000年位于生产前沿上的省份个数最多，有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和重庆等8个省份的绿色技术效率值都为1；位于生产前沿上的省份个数最少的年份为2011和2012年，只有北京、内蒙古、上海和广东等4个省份；分析期间内只有北京、上海和广东3个省份一直位于生产前沿上。绿色技术效率的省际差异较大，分析期间内其标准差都介于0.1567-0.1724之间，是绿色技术效率年度平均值的20%左右，这种大的省际差异从曲线的较大起伏也可直观地看出来。不过，绿色技术效率的省际分布格局在不同年份间并非一致，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变化，这从各曲线的年际波动中可见一斑。那么，这种分布格局的年际变动是否意味着存在绿色技术效率趋同呢？下面将借鉴经济增长趋同测试模型进行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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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省份绿色技术效率水平值：1998-2012

    2.绿色技术效率的趋同测试

 绿色技术效率趋同测试的主要目的在于经验探讨环境约束下是否存在技术效率变化的追赶效应，并最终实现各分析对象的技术效率水平都趋于一致，这可为经济发展中相关政策制订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前面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省的绿色技术效率水平及其年际变化都有较大差异，但是却不能直观地判断是否存在技术效率趋同。这里分别采用式（3）-（4）所示的β和θ趋同测试模型及不引入滞后项的测试模型来经验验证我国省份绿色技术效率趋同现象。在经验分析中，两个模型的豪斯曼检验结果（P值为0）都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都采用时点-截面固定效应模型（限于空间，时点、截面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这里没有列出），结果见表2。

表2  中国省份绿色技术效率趋同测试结果：1998-2012
	参数或统计量
	模型（3）：β趋同测试
	模型（4）：θ趋同测试

	
	不引入滞后项
	引入滞后项
	不引入滞后项
	引入滞后项

	α
	-0.1257***

(-10.5039)
	-0.1221***

(-9.3021)
	-5.010E-07
(-0.0004)
	7.71E-07

(0.0006)

	β
	-0.4488***

(-10.5550)
	-0.4242***

(-8.9378)
	-0.4487***

(-10.5525)
	-0.4240***

(-8.9350)

	γ
	-
	-0.1071**

(-2.3180)
	-
	-0.1071**

(-2.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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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0.1905
	0.2419
	0.1681
	0.2253

	F
	3.2926
	3.8864
	2.9697
	3.6310

	D.W.
	1.9091
	1.3033
	1.9091
	1.3036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据为对应待估参数估计值的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T检验。
在上述趋同测试模型的估计结果中，除模型（4）中的常数项未能通过T检验之外，其余各待估参数值都在1%或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率T检验。这意味着1998-2012年间，我国省份绿色技术效率经历了显著的β和θ趋同，也就是说那些在期初绿色技术效率越低的省份，分析期间内不仅经历了更快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而且还逐步缩小了它们与期初生产前沿省份之间的绿色技术效率差距，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前面得出的绿色技术效率的省际分布格局在分析期间并非一致的结论。

    3.影响因素分析

前面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省份绿色技术效率经历了明显的趋同，但同时也还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因此，逐步缩小省际绿色技术效率差异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此部分从经验分析角度出发，对影响绿色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进行探讨。目前，国内外关于绿色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现有研究结论差异较大。我们在相关研究基础上认为，作为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技术使用效率的衡量指标，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涉及经济、社会、环境和制度等多个方面。为便于经验分析，我们对相关变量做如下选择：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用城镇化率(UR)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用进出口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OPEN)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用三种专利申请量(TL)衡量科技进步水平；用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NH)衡量能源投入情况；用环境污染治理实际投资额占GDP比重(WT)衡量环境规制水平。各变量的相关数据均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98-2012年，对式（5）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中国省份绿色技术效率影响因素Tobit回归分析结果：1998-2012
	变量
	参数估计值
	Z统计量
	P值

	OPEN
	3.1908***
	10.7568
	0.0000

	UR
	0.5675***
	6.9481
	0.0000

	LOG(PGDP)
	-0.1588***
	-8.3233
	0.0000

	LOG(TL)
	-0.0042
	-0.7659
	0.4437

	NH
	-0.0774***
	-8.8365
	0.0000

	WT
	-0.0757**
	-2.0540
	0.0400

	C
	2.0616***
	14.0522
	0.0000

	Log likelihood=401.5806    调整后的观测值个数=353


注：表中“LOG”表示对相应变量取自然对数；***和**分别表示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统计检验。

上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除表征科技水平的参数估计值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余待估参数估计值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这些变量对省份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情况分析如下。

（1）对外开放程度（OPEN)和城镇化率（UR）与绿色技术效率正相关。我们认为，无论是扩大对外开放还是推进城镇化，都有助于先进技术、高级人才、管理经验和各种信息的集聚和扩散，它们都有助于经济体更好地使用生产技术，从而提升技术效率。

（2）能源投入强度(NH)与绿色技术效率负相关。根据绿色技术效率的内涵及其计算思路，只有单位产值的投入（包括能源投入）越少，绿色技术效率值才会越高。因此，作为衡量单位产值能源投入大小的指标，能源投入强度越高，绿色技术效率不可避免地会越低，从而两者之间也就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3）经济发展水平（PGDP）和环境规制水平(WT)与绿色技术效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科技进步水平(TL)与之关系不明显。一般来说，这些变量的取值越高，意味着经济体在改善绿色技术效率方面的努力程度越大，从而它们更可能具有较高的绿色技术效率。但本文并未得出与此一致的结论，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高增长、高消耗和高排放并存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与此同时，我国各省在节能减排压力下不得不加大治污力度（这在近年来表现得更为突出），如不断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入力度，以及对资源集约利用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等先进技术研发及其应用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等等。也就是说，污染程度越高的经济体减排治污努力程度也就越高（否则会受到监管部门更为严格的管制），从而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水平和科技水平与绿色技术效率之间就可能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在上述两组对立力量的不对等作用下，就得出了上述回归分析结论。但是我们认为，该结论不具有普适性，它在行业、企业或跨国分析中是否如此还有待深入验证。
六、结语

要素投入增加和生产效率提升都会引起经济增长，而在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则只可能寄希望于生产效率的提升，这包括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两大方面。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经历表明，地区差距和快速增长一样举世瞩目。因此，深入研究中国省际技术效率的演变趋势及其背后的一些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结合数据包络分析法、方向性距离函数、经济增长趋同测试模型和受限因变量模型，对中国省份绿色技术效率的测度、趋同和影响因素进行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经验探讨。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省际绿色技术效率差异较大，在分析期间内经历了显著的趋同过程；对外开放程度和城镇化率的提升有助于改善绿色技术效率，而能源投入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却阻碍了绿色技术效率提高，科技进步水平的影响不明显。

显然，这些结论表明，改善落后地区的技术效率是缩小省际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而且其手段具有多样性。比如，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手段来促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级人才的集聚与扩散都有助于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效率，从而有助于改善绿色技术效率。再如，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等有助于降低单位产出的能源投入和“三废”排放量，从而提升绿色技术效率，等等。当然，本文的一些研究结论仍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完善。比如，绿色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结论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水平与绿色技术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且科技水平与之的关系却不明显。我们认为该结论不具有普适性，本文得出这一结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所经历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抹杀了这些变量对绿色技术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它们在行业、企业或跨国分析中的适应性都还有待深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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